
蒋介石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创建

内容摘要在外敌压境的情形下，如何整合党政军各机构，建构国民党的战时顶层 

设计，以应对战争考验，是困扰蒋介石的一道难题。1937年 8 月成立的国防最高会议和 

1939年 2 月建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成为蒋解决这一难题的“答案”。事实上，由于国防 

最高会议与身负战时指挥职责的大本营同时创设，作为国防最高会议后继者的国防最 

高委员会，只继承了其前身战时决策机构的身份，并不负责军事指挥，且始终未能摆脱 

烦冗的日常政务。蒋介石通过组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重整各专门委员会，继续壮 

大自己的智囊团队和幕僚组织。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创设，客观上加强了蒋介石的个人 

。

关键词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蒋介石张群

1939年 2 月正式开始运作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一直被认为是“抗战期间统一党政军指挥的最 

高决策机构”®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多认为，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初衷在于“重整抗 

日阵营，强化内部力量”。③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成立，“从法制上确立和保证了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大 

权的高度集中和统一”④，标志着“以蒋介石为领袖，以国防最高委员会为决策和执行机关的党政军 

一体化的战时集权体制”的建立。⑤

不过，过往研究大都围绕“组织大纲等法规条文上探讨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功能”& ，较少分析国 

防最高委员会的实际运作。笔者希望通过论述，解答以下问题:抗战前的蒋介石对于战时顶层设计 

有着怎样的构想？抗战初期建立的国防最高会议满足了蒋介石怎样的权力诉求？具有承续关系的

* 本文在写作期间，承蒙张济顺、金以林、罗敏、李志毓、刘维开、苏圣雄、盛差僱等各位师长及同仁的指导与帮助，谨在此表 

示感谢。
①  刘维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与运作》，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 1期，2004年5 月，第135—1 3 6页。
②  如刘维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与人事初探》，胡春惠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 

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6年版;刘维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与运作》，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 1期，2 004年5 

月；陈雷、郭从杰：《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历史作用》，《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 期；段瑞聪：《蒋介石与抗战时期总动 
员体制之构建》，《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 期。

③  刘维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与运作》，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 1期，2004年5 月，第1 3 8页。
④  陈雷、郭从杰：《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历史作用》，《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 期，第1 0 3页。
⑤  卢艳香：《中政会与中国国民党战时体制》，《兰台世界》2015年第3 4期，第4 8页。
⑥  刘维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与运作》，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 1期，2004年5 月，第1 3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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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机构在实际运作中有何相同，又有何不同？蒋介石通过建立国防最高委员会达成了怎样的目 

标？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即蒋介石为何要创建国防最高委员会。

一、国民党战时顶层设计的逻辑与实践

在外敌压境的情形下，如何更好地整合现有资源，建立战时高效决策体制，一直是困扰蒋介石 

及国民党高层的一道难题。早在1933年 2 月，为应对日方入侵热河、染指华北的行动，在军事委员 

会（以下简称“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等人的倡议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1935年 11 

月改组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以下皆简称“中政会”）决议于其下设立国防委员会，推举汪精卫为执行 

委员长，以“统筹防卫之长策，决定战守之大计”。①国防委员会主要讨论并决议与国防密切相关的 

军事、外交和财政问题，从而“将军事与行政作必要的联结，并为党政机关沟通的管道”。"

但是，由于权责划分不甚清晰，国防委员会与中政会之间很快产生龃龉。1933年 1 1月 8 日， 

中政会就华北地区通车、通邮及设关等问题召开讨论，部分中政会委员趁汪精卫前往南昌未能出席 

会议之机，大发牢骚，部分委员甚至直呼“国防委员会应即停止开会”。®面对中政会委员的质疑与 

指责，蒋介石于11月 1 8 日致电汪精卫，明确指出国防委员会具有“办事敏捷，呼应灵便”的优点， 

并“稍微矫正” 了过往各政治决策机构“不负责任、人庞言杂”的积弊。④这是蒋介石对战时顶层设 

计的初步认识，即“办事敏捷、呼应灵便、责任到人”。这样的机构能够减少空谈，迅速落实执行，从 

而提高战时行政效率。

但是，蒋的表态无法平息党内对国防委员会的不满。这些不满既关乎国防委员会的权力边界， 

又针对其执行委员长汪精卫本人及其主导的对日政策。⑤ 1935年 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会议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改组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并出于统一事权的需要，将 

国防委员会降格为中政会下属的“国防专门委员会”，使之失去了决策权。

虽然有关国防委员会的存废之争落下帷幕，但国民党对于战时顶层设计的需求仍亟待解决。 

1936年 7 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国防会议，以“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备重要问 

题”。⑥该会议每年召开一次，遇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议，并非常设机构。⑦ 1937年 3 月，国民党五 

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国防委员会⑧，仍由汪精卫与蒋介石以中政会正副主席的名义兼任并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常设或临时机构，由于它们各自权责不清、代表众多，不仅不便于定期集中 

开会，而且无法实现蒋心中对战时顶层设计办事敏捷、呼应灵便、责任到人的要求，不能及时因应瞬 

息万变的战局，无法成为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战时顶层设计的解决方案。

①  李云汉编：《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版，第230+ 2 3 1页。
②  王正华：《国防委员会的成立与运作（1933—193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编：《一九三O年代的中国》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 1 1页。
③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3 8 2次会议速记录》，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政治会议速记录档案，中央0382。
④  《蒋介石致汪精卫电》（1933年1 1月1 8 日），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3),台北，$国史馆”2 005年 

版，第473—4 7 4页。
⑤  王正华：《国防委员会的成立与运作（1933—1937)》，《一九三O年代的中国》上卷，第107—1 0 8页。
⑥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15—4 1 6页。

⑦  刘维开：《战时党政军统一指挥机构的设置与发展》，$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三届讨论会”秘书处编：《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 
集第三届讨论会》，台北，$国史馆” 1996年版，第3 5 8页。

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国防会议等四机构组织史料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1 期，第58—5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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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7 月，抗战全面爆发。8 月 7 日夜，由国防会议委员与国防委员会委员举行的国防联 

席会议通过了“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应统一指挥之”的决议。① + 月 1 0 日，在中政会第 

5 1次会议上，何应钦等五人联名提议将“原有国防委员会及国防会议，并合而设立国防最高会 

议”。© 翌日，中政会决议通过此提案，正式决定设置国防最高会议，以其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 

机关”，并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政会会负责。③国防最高会议以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主 

席，中政会主席汪精卫为副主席，由39名党政军要员担任委员，其中9 人出任常务委员。④

国防最高会议的职能，后世学者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国防最高会议是“抗战之初结合党政 

军权的全国国防最高统一指挥机构”。⑤有学者则认为，蒋介石“运用国防最高会议决策系统，做出 

抗战决策的具体军事部署”，即对战争进行了具体指挥。©那 么 ，国防最高会议的指挥职能究竟落 

脚于何处呢？

国防最高会议并不担负具体军事行动的指挥之责。在国防最高会议成立同时，一个脱胎于军 

事委员会的战时指挥机关一 大本营也在蒋介石的头脑中酝酿着。1937年 8 月，蒋在日记中曾多 

次斟酌大本营的组织、职权、人事及地点。关于国防最高会议，除了记录下召开会议的时间外，蒋只 

有一次提及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人选问题，对其组织与职权几乎并无筹划，两机构在蒋心中的分量不 

言自明。⑦ 8 月 1 1 日，即国防最高会议成立的同时，中政会决议组织陆海空军大本营，并推蒋介石 

为大元帅，统帅全国陆海空军。⑧

设置国防最高会议与大本营是蒋介石在抗战伊始为构建国民党战时顶层设计所提出的一揽子 

计划，两者在功能上既各有侧重，又有所重叠。按计划，大本营下设的第二部主管政略，第三部主管 

财政，都与国防最高会议的职权重叠。虽然建立大本营的计划在9 月 1 日因“中国为自卫而抗战， 

不采宣战方式”的原因被搁置，但原有的军委会却得以改组，并“将以上所拟设置各部纳入该 

会” ® ，原本属于大本营的相应权力也为改组后的军委会所承袭。

围绕军事指挥机构配置党政资源，有助于提高战时决策效率，更符合战时需求。9 月 1 7 日，国 

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联名发出训令%“由军事委员会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并授权委员长对 

于党政统一指挥”。⑩ 10月 2 9 日，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再次联名发出训令%“各主管机关为适 

战 各 ， 行各 党政机关 者， 统 军 委员会委员

行。”⑪ 可见，在“大本营一军事委员会”不断扩权的态势下，国防最高会议对国防决策上的“指挥” 

权，在实际运作中不免大打折扣。

但是，军委会也在不断扩权之中给自身背上了沉重的负担。9 月 2 日，尚不知大本营计划已被

①  《拟请设立国防最高会议案》（1937年8 月7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政治档案，政3/1.1。
②  《拟请设立国防最高会议附具组织条例敬乞核议由》（1 937年8 月1 0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政治档案， 

政 3/1. 1。
③  《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1937年8 月1 1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政治档案，政3/3.3。
④  《国防最高会议名单》（1937年8 月1 1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政治档案，政3/4.1。
⑤  王正华：《国防委员会的成立与运作（1933—1937)》，《一九三O年代的中国》上卷，第1 1 0页。
⑥  崔之清主编：《国民党结构史论（1905—1949)》下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 1 1页。
⑦  《蒋介石曰记》（手稿），1937年8 月“本月大事预定表”、8 月5 曰#8 月9+ 1 0 曰、8 月1 3 曰、8 月2 4 曰、8 月2 6 曰、8 月28 

曰“下周预定表”、8 月29—3 1 曰。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本文所引曰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 

近代史档案馆藏抄件，下同。
⑧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字第3 741号密令》（1937年8 月2 0 曰），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42000/0006。
⑨  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曰记》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37+ 3 8页。
⑩  汪朝光：《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军政机构改组》，《中州学刊》2015年第1 1期，第1 3 0页。
⑪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 辑第2 编，$政治”（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 4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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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置的军委会训练总监部副监周亚卫向蒋介石呈上了其维持军委会的建议。他认为，取消军委会 

的不利因素有三点:“1.战时改组机关，发生凌乱。战务受影响，常务多停滞。2.改组之后，战务、 

常务均集权大本营，常务太繁，两者互受妨扰。3 .以后只有军事，不论战务、常务均以大本营名义 

施行，其中有不便者甚多。”①

周亚卫颇具前瞻性地指出，即使战时以战务为重，繁杂的常务仍亟待处理。而“自八月中战事 

发生后，中央政治委员会未尝开会”。②为了使战时统帅尽量摆脱日常政务的烦扰、全身心投入到 

战争指挥当中，在为军委会(大本营）减负的同时，一个处理繁杂常务的机构在战时顶层设计中显 

得必不可少。

因此，即便没有重蹈国防委员会与中政会权力之争的覆辙，国防最高会议也摆脱不了成为下一 

个中政会的命运。1937年 11月 1 7 日，中政会第59次常务会议决议“中央政治委员会暂行停止其 

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国防最高会议应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所在地”。®因 此 ，“大大小小的 

追加预算案等琐碎的例案便拥挤到国防最高会议的议程上，使其失却了讨论军政大计的时间”。®  

而“国防最高会议应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所在地”的规定，在进一步巩固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个人 

集权之同时，也抬高了军委会在整个战时顶层设计中的地位。

1938年 1 月 1 0 日，国防最高会议第42次常务会议决议通过《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⑤，其 

中规定，“国民政府为战时统辖全国军民作战便利起见特设军事委员会”，军委会“委员长统帅全国 

陆海空军并指挥全民负国防之全责”。©改革后的军委会得以减负，职权逐渐偏于军事方面，之前 

所统辖的政治与党务部门则归还原系统。⑦由此，以军委会为主导、国防最高会议为辅助的战时顶 

层设计基本确立。

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和运行

国防最高会议的设立，的确将蒋介石从繁重的常务中解放了出来。据笔者统计，自1937年 8 

月 1 6 日到1939年 1 月 1 8 日，国防最高会议共召开115次常务会议，身为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的蒋 

介石从未与会，他仅出席了 8 次全会。⑧由于《国防最高会议条例》规定“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 

事项，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 ® ，使得蒋在法理上拥有超越国防 

最高会议的权力，从而使得他在摆脱常务烦扰的同时，不会失去对国防最高会议及其决议的掌控。

随着战争的深入，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不断巩固。国民党于1938年 3 月 2 9 日至4 月 1 日在武 

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3 月 3 1 日，会议决议“本党应确立领袖制度”⑩，并在翌日选举蒋介

①  《周亚卫呈蒋中正闻因成立大本营而取消军事委员会呈拟维持军委会意见》（1937年9 月2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 
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280/058。

②  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第6 2页。
③  《国防最高会议代行中政会职权中央政治委员会函国民政府》（1937年1 1月1 7 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 

001/070000/0044。
④  汪朝光：《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军政机构改组》，《中州学刊》2015年第1 1期，第1 2 9页。
⑤  《国防最高会议第4 2次常务会议记录》（1938年1 月1 0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会议档案，会00.9。
⑥  《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1938年1 月1 0 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42000/0006。
⑦  苏圣雄：《战争中的军事委员会：蒋中正的参谋组织与中日徐州会战》，台北，元华文创2018年版，第5 3页。
⑧  笔者统计自《国防最高会议常会记录》（1937年8 月1 6 日一1939年1 月1 8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会议档案， 

会 00. 9。
⑨  《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政治档案，政3/3. 3。
⑩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 7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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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随着总裁制度的确立，蒋在法理上掌握了党的绝对权力。加之其素来 

紧握的军权，以及通过中政会一国防最高会议所掌握的“政治指导权”，此时的蒋介石事实上已将 

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其个人权力与声望已经凌驾于党政军各机构之上。对于正处权力巅峰的蒋 

介石来说，另起炉灶，新建一个“统一党政军指挥的最高决策机构”，似乎既不必要，又不合理。

从日记中看，蒋介石改组国防最高会议的念头，来得实在突然。1938年 12月 3 0 日，蒋才在这 

一年里第一次提到对国防最高会议的改组，希图将其改为“执行机关”。①此时与国民党五届五中 

全会相距不过20天，相距国防最高委员会最终建立也不过一月有余，思考未免仓促。

仓促的思考，造成思绪的混乱。“大本营”组织再次进入思考范围"，蒋却考虑着让“大本营与 

各院之合并同一或军政合并之利害如何”③，担心军事指挥机构重新陷入常务烦扰之中，违背了他 

对战时机构办事敏捷的期待。蒋意图重开已半年未曾召集的国防最高会议全体会议$ ，这样使他 

重新陷入“党国元老”的空谈清议之中。至于对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与中政会主席人选的思考％， 

也使蒋错失了借汪精卫出走继续巩固个人权力的良机。可以说，直到1939年 1 月 1 7 日《国防最高 

委员会组织大纲（草案）》放在案头之前，蒋介石对如何改组国防最高会议、如何“统一党政军指 

挥”、如何建构新的战时顶层设计，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自1 月 1 7 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草案）》初步成型后，创建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计划迅 

速驶上快车道。1 月 2 1 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幕，经过多轮的内部磋商与大会讨论，1 月 2 8 日 

大会决议“组设国防最高委员会”，并推举蒋为委员长。&  2 月 1 日，正式公布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设 

置。' 2 月 7 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运作。⑧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全新”的战 

时顶层设计完成构建，蒋对其“觉甚合宜”。®但笔者认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创设应该并非完全出 

自蒋的设计，张群、陈布雷和朱家骅等蒋的智囊们对此必定贡献良多，甚至起到了主导作用。在国 

防最高委员会的方案当中，有些许亮点打动了蒋，直接或间接地巩固了蒋的个人集权。由于时间仓 

促，国防最高委员会在职能、组织与实际运作上对国防最高会议的承袭必定多过创新。

从法理来看，国防最高委员会并未突破中政会一国防最高会议一脉相传的权力边界。国防最 

高委员会对“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及政务官的任免等，皆有决定之权”⑩，这些权力都直接 

承袭于中政会。被时人所关注，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第八条“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对 

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⑪ 赋予的“紧急处分权”⑫ ，实际上在一年 

半之前便一字不落出现在了《国防最高会议条例》之中，并无变化。

从组织来看，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创新同样有限。与国防最高会议相同，国防最高委员会也设置 

了常务委员会，其委员虽较前者涵盖面稍窄（仅包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常

①  《蒋介石曰记》（手稿），1938年1 2月3 0 曰。
②  《蒋介石曰记》（手稿），1938年1 2月2 8 曰、1939年1 月“大事预定表”。
③  《蒋介石曰记》（手稿），1939年1 月5 曰。
④  《蒋介石曰记》（手稿），1939年1 月“大事预定表”、1 月1 4 曰。
⑤  《蒋介石曰记》（手稿），1939年1 月1 4 曰。
⑥  《五届五中全会会议速记记录》（1939年1 月2 8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会议档案，会5.2/24.1。
⑦  《五中全会重要决议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曰报》，1939年2 月1 曰，第2 版。
⑧  刘维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与运作》，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 1期，2004年5 月，第1 3 8页
⑨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 月2 1 日“上星期反省录”。
⑩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下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 1 3页。
⑪ 《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1939年2 月4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1/0001。
⑫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下册，第2 1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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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国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长及军委会常委），但如果加上新设立的“执行委员”（包括中央党部各部 

部长、军委会下属各部部长及行政院各部部长等），则与国防最高会议委员的组成范围几无差异。 

国防最高会议委员最初为39人，后依需要补选李宗仁、刘湘等人为委员，人数保持在40人上下！， 

与“始终维持在四十人左右”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持平。②

在实际运作上，国防最高委员会也没有刷新自中政会一国防最高会议延续而来的低效。国防 

最高委员会从第一次常务会议开始，就由报告事项、讨论事项和处理事项组成，自始至终没有突破 

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的原有流程。据刘维开统计，在国防最高委员会运行八年通过的决议中，有 

关财政、内政和立法的决议最多，各占总决议数的2 8 % 、2 0 .和 1 5 % ，合计超过六成。③对琐碎常 

务的处理远远多于对军事的关注，这与国防最高会议时期并无区别。

每次国防最高会议的常务会议任务都十分繁重。国防最高会议的常务会议密度较高，在南京 

常每周开三次常委会，在武汉保持每周两会的密度，迁往重庆后才降至每周一会。而国防最高委员 

会虽规定每周召开一次常务会议，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只能做到两周一会。会议密集程度的变化直 

接影响每次会议的工作量。据笔者统计，国防最高会议共召开115次常务会议，每次常务会议平均 

要审议报告、讨论和处理等事项约16. 3 件。国防最高委员会则一共召开231次常务会议（含一次 

与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联席谈话会”），每次平均要审议各类事项25. 8 件，其中“讨论事项”就占 

16. 6 件。④ 在 231次常务会议中，审议议题超过40件的有36次，其中超过70件议题的有5 次，最 

多的一次是1941年 1 月 2 7 日召开的第5 1次常务会议，共审议各类事项7 7件。⑤审议议题不足 

10件的有33次，其中抗战期间仅有4 次。©

漫长的会议、琐碎的常务使蒋介石并未全身心参与到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运作之中。前文述及，蒋 

介石因战事繁忙，从未参加国防最高会议的常务会议。这一状况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时代有所改观，但 

其出勤率仍然不高。据刘维开统计，在 1939年至1941年底的74次常务会议中，蒋介石仅出席其中的 

12次。⑦据笔者统计，蒋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八年历史之中，出席常务会议仅6 4次，出勤率仅为 

27. 8 % 。⑧更值得玩味的是，前文所述审议议题超过40件的36次常务会议中，蒋介石仅出席6 次，出 

勤率仅16. 7 %  -而在审议议题不足10件的33次常务会议中，蒋却主持了其中的18次，出勤率高达 

54 5 % 。由此可见，虽然有学者认为由于蒋介石常常不能亲自主持国防最高委员会导致其功能降 

低⑨，但国防最高委员会卩如同之前的国防最高会议，继续帮助蒋介石纾解繁重的日常政务，缓解了他部 

分的工作压力。

不过，蒋介石往往会选择关键的时间节点出席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常务会议。1941年 12月 9 日的 

第 73次常务会议，由于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蒋介石亲自与会讨论对日、德、意三国宣战的问题。⑩

①  《加推李宗仁同志为本会议委员函达查照办理由》（1937年 1 1 月 8 日）、《密函刘委员湘推请为国防最高会议委员》（1937 
年 1 1 月 1 7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政治档案，政 3/1.2。

②  刘维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与运作》，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 2 1期 ，2004年 5 月，第 13 9页。
③  刘维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与人事初探》，胡春惠编：《“纪念抗曰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 27 9页。
④  笔者统计自《国防最高会议常会记录》，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会议档案，会 00. 9。
⑤  《国防最高委员会第5 1 次常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 3 

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 345 —3 8 9页。
⑥  笔者按:分别是1940年 1 2月 1 3 曰的第4 8 次常会(3 件）、194 1年1 2月 9 曰的第7 3次常会(1 件，讨论珍珠港事件）、1942年 

7 月2 7 曰的第8 9次常会(2 件）和 1943年 1 月 1 8 曰的第101次常会(8 件），笔者统计自《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全 9 册）。
⑦  刘维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与人事初探》，胡春惠编：《“纪念抗曰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 27 9页。
⑧  笔者统计自《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全 9 册）。
⑨  刘维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与运作》，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 2 1期 ，2004年 5 月，第 14 6页。
⑩  《国防最高委员会第7 3 次常务会议记录》，《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 3 册，第 1262—1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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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 12月 1 3 日的第48次常务会议，主要讨论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名单及参政会议事规 

则，蒋介石亲临会场进行解说。®围绕五届十中全会的召开，蒋介石先是出席第98次常会，讨论国 

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的改选，又在两周后出席第99次常务会议，商议如何将全会的决议推行落实。"  

在 1944年豫湘桂战役打响后，蒋介石连续21次出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前后长达9 个月。可 

见，在尽量远离琐碎常务的同时，蒋介石仍能运用国防最高委员会牢牢掌握党政重大事项的决策权。

相较于国防最高会议的敷衍低效③，蒋介石曾对国防最高委员会新设立的“执行委员”抱有很 

高期望。他曾在五届五中全会的讨论中解释道：

执行委员（是）执行决议案子的，有时可以叫他参加常会，关于他所职掌的事情，可以知

道去做，不须另下命令，节省时间，并且各方取得联系。中央党部要做的事情，行政院等机关

马上可以知道。从前大家不相联系，做一件事情，须经过许多函令，费了很多时间，与战时性

质不适合，这个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是要能直接指挥党政军各方面的事情，以期敏捷，而

免隔阂。④

可见蒋介石对设立执行委员所能达到效果的设想是:了解情况，参与讨论，省却不必要的函电，从而 

真正实现办事敏捷、呼应灵便、责任到人的目标，提高战时行政效率。那么，在实际运作中，执行委 

员制度真能实现上述目标么？

1943年初，行政院于财政部下新设花纱布管制局，负责管理原由经济部农本局负责的对棉花、 

棉纱和棉布等物资的统制工作。⑤ 1943年 4 月 2 0 日，行政院向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以下简称 

“秘书厅”）发来公函，转发制订好的《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组织规程草案》，并希望秘书厅转告各有 

关机构周知。&  4 月 2 6 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09次常务会议上，该案以“讨论事项”第四案交 

会议讨论。⑦讨论时，与此案的审议与执行并无直接关系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考试院院长 

戴季陶提出了两点意见，其一是将该提案标题上的“组织规程草案”改为“组织条例”，其二是将该 

提案第三条第四款中的“经收”二字去掉。⑧

除此之外，与此案相关的执行委员、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列席而未发言，身兼常务委员和执行 

委员的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也未发表看法。嗣后，本案“交立法院”决议通过。® 在由立法院审议通 

过的修订稿上，标题《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组织规程草案》被改为《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组织条 

例》，但并未落实戴季陶的第二点意见。⑩

①  《国防最高委员会第4 8次常务会议记录》，《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2 册，第905 — 9 2 1页。
②  《国防最高委员会第9 8次、9 9次常务会议记录》，《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4 册，第1028+ 1 103页。
③  有关国防最高会议的效率，周佛海曾在1938年1 1月2 3 日的日记中记录道：“下午出席国防（最高）会议……但对会中情 

形，自始即觉不满，从未见扼要详尽之冷静讨论，非多说废话，即沉默无言，草草通过。以指导政治之总责付于此会,难怪各种政策 
不能周密决定及推行。”见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 0 0页。

④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速记记录》，转引自刘维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与人事初探》， 
胡春惠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 8 0页。

⑤  《财政部上行政院渝参字第8940号呈》（1943年3 月2 3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3/2461。
⑥  《行政院仁伍字第8947号函》（1943年4 月2 0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3/2461。
⑦  《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 0 9次常务会议记录》，《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5 册，第2 8 2页。
⑧  《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 0 9次常务会议讨论案意见速记记录》（1943年4 月2 6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 

防001/0049。
⑨  《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 0 9次常务会议记录》，《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5 册，第2 8 2页。
⑩  《行政院仁伍字第18334号函》（1943年8 月1 6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3/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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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案例不难发现，在有关《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组织条例》订立的过程中，执行委员并 

未深入参与讨论。在审核流程上，各部门之间来往电文仍显密集。该案最终在延宕半年后，于 11 

月末得以公布施行。①可见，执行委员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执行力”，战时政务决策效率也未见提 

高。国防最高委员会也无法实现蒋介石对最高决策机构办事敏捷、呼应灵便、责任到人的期望，也 

并未实现其“求决议之迅速及机密”的初衷。②

综上所述，从职权、组织与实际运作上的角度观察，国防最高委员会对中政会一国防最高会议 

的承袭远多于创新。难怪王世杰当时就认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在组织与职权上“与原来国防最高会 

议，初无甚大之差别”。③既然如此，蒋介石为何要如此仓促地创设国防最高委员会呢？

三、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实质:智囊团队和幕僚组织

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创建，既是蒋应对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出走的手段④，又通过在其下设立秘书 

厅、专门委员会等参谋机要机构，使蒋介石的个人集权得以进一步巩固。

1939年 1 月 2 0 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草案）》草拟完成3 天后，陈布雷便将其草拟 

的准备提交五届五中全会的筹建国防最高委员会提案寄给朱家骅过目。1 月 2 8 日早9 时，陈布雷 

同朱家骅和张群共同晋谒蒋介石，共商“中央组织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事”。⑤至此，几位襄助蒋介石 

创建国防最高委员会的重要智囊浮出水面。

在上述三位智囊中，蒋对张群筹划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努力是最为认可的。1 月 2 7 日，蒋介石 

曾约请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商最高国防委员会事长久”，最终决定“采用岳军（张群）所拟之修正 

案”。&  3 0 日，蒋便“派岳军筹备最高国防会议”' ，并任命其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的首任秘书长。⑧

张群之所以能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创建中扮演重要角色，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首先，作为蒋 

介石的结拜兄弟，多年共事的经历使得张群更能了解蒋介石的希冀并将之“落地”到位。其次，身 

为“政学系”领袖的张群，能从同僚处汲取很多切中要害的建议，从而不断完善所拟方案，又能借 

“政学系”的人际网络延揽更多学界人才。® 最后，曾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的 * 0001

①  《国民政府文官处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处渝文字第7 698号公函》（1943年1 1月2 9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 
防档案，防003/2461。

②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下册，第2 1 7页。

③  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第1 8 0页。
④  1938年1 2月1 8 曰，汪精卫、陈璧君及其随从离开重庆抵达昆明，次曰飞往河内。出走之前，汪精卫担任国防最高会议副 

主席，曾代替蒋介石主持了 1 0 7次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共召开1 1 5次），并在国防最高会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上数据由 
笔者统计自《国防最高会议常会记录》（1937年8 月1 6 曰+ 1939年1 月1 8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会议档案，会00.9。

⑤  《陈布雷从政曰记》，1939年1 月2 0 曰、2 8 曰，台北，$国史馆”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藏副 
，下 。
⑥  《陈布雷从政曰记》，1939年1 月2 7 曰。
⑦  《蒋介石曰记》（手稿），1939年1 月3 0 曰。
⑧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致张群公函》（1939年2 月4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1/

0001。
⑨  “政学系”的组成及张群与政学系的关系，可参见金以林《蒋介石与政学系》，《近代史研究》2 014年第6 期。在国防最高 

委员会构建的过程中，张群的确曾向政学系的同仁们征询意见。《王世杰曰记》就曾记载，1939年1 月1 4 曰张群曾面告王世杰， 
‘‘蒋先生有实行‘大本营’制（将行政院各部甚或其他院会划归军事机关直辖），以解目前人事与机构之困难”的想法，1 9 日王世杰 
就借面见蒋介石之机向其提出，这样削减机构而建立的“大本营”制度并不合适，因“日方方谓我渐成‘地方政权’，我不宜为不必 
要之变更，授敌人以宣传之口实。”（见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第175、1 7 6页）由此可知，在1 月1 4 日张群与王世杰的会面 

中，张应请王对党政机构改制提出自己的建议。

12



张燄明/ 蒋介石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创建

张群，对最高决策机构的架构与运作模式相当熟悉，从而“充分发挥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权力”。①可 

见，在蒋心中，张群是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恰当人选。

相较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对秘书厅似抱有更大的期待。在蒋的构想中，秘书厅应该是“与 

军委会办公厅与铨叙厅”一起“编组成为党政军各机关之发纵总机关”。" 1939年 2 月 4 日，蒋约 

张群及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商谈“办公厅办法”③，并于当日致电二人，指示“国防最高委员会 

秘书厅与军委会办公厅之工作任务，切实研究分工合作之办法，并须合厅办公，不致有重复之 

弊”。④

两天后，张群就将拟定好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组织规程》交蒋审阅，并得到蒋的亲笔认 

可。® 按张群的规划，秘书厅初设负责文书档案与会计庶务的第一处、负责机关工作调查与人事考 

核的第二处、负责议程安排与党政考核的第三处和负责文电译撰的机要室，以及负责战后规划的设 

计委员会等部门。

为更好地推动各项工作开展，张群为秘书厅选任了一批堪称骨干的中层干部。前山东省政府 

秘书长胡家凤、前汉口市市长吴国桢、常年担任中政会秘书的立法委员狄膺和前湖北省政府秘书长 

卢铸，被任命为秘书厅第一批室处长。& 以上干部普遍具有较高学历，大多具有丰富的秘书工作、 

领导经历，且几乎都曾与政学系领袖杨永泰、张群等人共事。⑦因此，胡家凤等人既有能力，又值得 

信任，在秘书厅草创之初，对张群帮助甚多。

在搭建“骨架”的同时，张群对于秘书厅的“血肉”一 基层工作人员的选取，亦十分用心。除 

接收原中政会秘书处人员，并严选前重庆行营的人员外，秘书厅还调用了国民党其他党政机构的工 

作人员。这其中既有刚刚工作的新人，更不乏如朱云光、吴炼才等自国民革命时代就入党的资深秘 

书。秘书厅在1940年改组之前一直保持着130人以上的规模，其规模较中政会秘书处和国防最高 

会议秘书处都更为庞大。

即便党政事务繁忙，张群还是将大量时间与精力，投入到秘书厅的领导工作之中。秘书厅成立 

不久，张群主持制定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办事细则草案》便付诸实施。张群还在秘书厅内确 

立了“干部会报”制度。在第一次干部会报上，张群便指出，作为重要的执行机关，国防最高委员会 

所掌管的各项职责，都应由秘书厅规划处理。⑧

在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21个月中，张群带领秘书厅在服务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 

的同时，独立肩负起一系列工作的领导职责。张群在秘书厅内组织“设计委员会”，以落实蒋介石 

的要求，制订战后善后事宜的设计计划。® 而后，按蒋介石的要求，以设计委员会为基础，组建了中 

央设计局。⑩在国民党发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秘书厅负责领导“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

①  刘维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与运作》，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 1期，2004年5 月，第1 4 8页。
②  《蒋介石曰记》（手稿），1939年2 月“大事预定表”。
③  《蒋介石曰记》（手稿），1939年2 月4 曰。
④  《蒋中正致张群贺耀祖电》（1939年2 月4 曰），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04。
⑤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组织规程》（1939年2 月6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1/0001。
⑥  《张群上蒋介石签呈》（1939年2 月9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1/0002。
⑦  胡家凤毕业于北京法政学校，与杨永泰是同班同学；吴国桢在汉口市长任上曾先后与担任湖北省主席的张群和杨永泰合 

作；狄膺曾于中政会秘书任上与曾任中政会秘书长的张群共事；卢铸则先后追随杨永泰和张群担任南昌行营主任秘书及湖北省政 
府秘书长。

⑧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第一次会报记录》（1939年3 月9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1/0010。
⑨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设计委员会规则》（1939年2 月6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1/0001。
⑩  《中央设计局组织大纲》（1940年9 月5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3/0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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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处”的重任，并负责“各级精神总动员主管机关工作之指导、考核事项”。①为了密切国民政府与 

各省政府的联络，张群落实蒋介石的要求，组织秘书厅工作人员与各省政府主席驻渝代表在每月进 

行谈话会，一面由工作人员传达国民政府的政策，一面由驻渝代表汇报本省近来政情民情，从而建 

立了“驻渝代表谈话会制度”。

在负责领导实际工作的同时，张群也在秘书厅内为蒋介石建立了智囊团队。早在1933年，蒋 

介石就在南昌行营内设置侍从高级参谋室，后衍生为军委会侍从室。" 在构想国防最高委员会的 

同时，蒋介石也在思考如何改组侍从室。③而秘书厅参事的设置与选拔，正是张群在秘书厅职能上 

对蒋需求的响应。秘书厅设参事6 —8 人，掌握“设计审核视察等事项”，从事专项研究。④邓汉祥、 

邱椿、王化成、浦薛凤、黄少谷、吴景超和萧公权⑤先后被任命为秘书厅参事。这些参事，大多具有 

高学历及专业研究背景，如浦薛凤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时任国立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 ，其中也 

有身居政府要职者，如黄少谷时任监察院监察委员。

有了人才，就要让他们“人尽其用”，设立研究机构就是为他们提供“舞台”。在国防最高委员 

会先后设置的若干研究机构之中，各专门委员会的资格最老、历时最久、涉及专家较多、任务也较为 

繁重。各专门委员会原设置“召集人”组织讨论，形式松散。' 1935年 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 

决议在中央政治委员会会下设“法制、内政、外交、国防、财政、经济、教育、土地、交通等九专门委员 

会”，“分别担任设计与审查事宜”。⑧

抗战初期，各专门委员会“久已停顿”® ，内迁重庆之后才得以逐步恢复。据统计，各专门委员 

会能保证至少每周召开一次讨论会，法律、财政等专门委员会由于需要审议大量法案，每周需召开 

两到三次讨论会。不过，即便是在设立“出席费”的情况下，委员们仍以本职繁忙为由纷纷告假，无 

法保证出勤率。其中，经济、教育两专门委员会的出勤率最低，在 1938年 12月 1 5 日召开的教育专 

门委员会第17次讨论中，23名委员仅6 人出席。⑩对于待审查的案件，“并无委员预为研究”，“一 

切均悉开会审查”，实在难以保证审查结果的专业性。

按照《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行中政会职权，因此将仍在运作的 

法制、外交、财政、经济和教育等五个专门委员会转隶国防最高委员会。对于专门委员会，张群并不 

打算因循旧规，放任自流，1939年 4 月 2 7 日，他向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各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在报 

告中，张群建议取消“出席费”，用制度而非金钱约束委员的纪律-为了使各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更专 

业、委员时间更充裕，张群在建议控制委员人数的同时，于每个委员会至少设置3 名“专任委员”并 

给发薪资，对于本职繁忙的委员，张群建议予以撤换，出勤率最低的经济与教育委员会撤换委员最

①  《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组织大纲》（1939年3 月1 3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1/0016。
②  参见张瑞德《中国现代史上的侍从室》，《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3 期。
③  《蒋介石曰记》（手稿），1938年1 2月2 7 曰、2 8 曰、3 0 曰、1939年1 月“本月大事预定表”。
④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组织规程》（1939年2 月6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1/0001。
⑤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致监察院、经济部、国立四川大学国文字第0 480号公函》（1938年3 月9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 

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1/0002。萧公权回忆，虽经张群、吴国桢等人的劝告，萧最终还是拒绝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的任命， 
“生平唯一从政的机会于是放过了 ”，参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邓九平编：《中国文化名人谈人生》上册，大众文艺出版社2 004年 
版，第2 0 5页。

⑥  《国防最高会议秘书厅国秘字第0 0 2号报告》（1939年2 月2 4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1/0002。
⑦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 0 3页。
⑧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1935年1 2月1 2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30/120. 1。
⑨  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第8 1页。
⑩  《中央政治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出席委员登记簿》（1 9 3 8年），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1/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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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分别达8 人和11人。①

张群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各专门委员会得以焕然一新。据陈布雷统计呈报，自秘书厅 

成立到1941年 5 月的两年之中，负责审查中央地方预算决算等任务的财政专门委员会共计审查案 

件 1500多件，负责战时法规核拟工作的法制专门委员会则完成了约700件。" 可见，各专门委员 

会的工作状况改进明显。

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运作中，秘书厅与各专门委员会等智囊团队等能够通力合作处理要务。 

在上文所提到的《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组织条例》的审议过程中，行政院在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 

处的公函里，表现出了越过国防最高委员会及立法院、直接交由国民政府公布并施行《财政部花纱 

布管制局组织条例》的意图。③对此，负责草拟意见的秘书吴炼才发现了其中的不妥之处:该案并 

不属于“紧急特殊情形”，又非蒋介石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 

宜之措施”。因此，该须按照1942年 2 月通过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与立法院关系之调整办法案》之 

规定，“交立法院审议”。④所以，吴炼才在“拟办”意见中提出“该项组织规程，应否经过立法程序? 

抑先准试办?”并建议将该案呈请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审核。⑤

在这条简短的拟办意见中，吴炼才虽未明确否定行政院直接发布法案的请求，却给出了两个更 

为合乎流程的选项。他的意见也促使审阅该文件的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决定“提 

(常务)会(议)审议”。&

三个月后，行政院将经立法院修订后的草案再次报送国防最高委员会，并在函电中特别提到， 

由于立法院对该草案“删改颇多”，而所删改之处又“颇有窒碍难行之处”，在提出四点修改意见后， 

希望国防最高委员会能够“准于核交立法院复议”。⑦作为机要部门的秘书厅无法解决如此专业的 

法律问题，所以吴炼才在主动接洽国民政府文官处暂缓公布该修订草案的同时，建议秘书长王宠惠 

将此案“送财政、法制两专门委员会审查”⑧，继续对该法案进行审议。

9 月 1 0 日，经联席审议后，财政与法制两专门委员会将对该法案的审查意见提交秘书厅。 

意见认为，行政院提出的四点修改意见都很切合实际，应“一并交立法院复议”。®  9 月 1 6 日，经 

过两个专门委员会审议的《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组织条例》再次提交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19次常 

务会议讨论。对于审查较为完备的本案，与会委员们并未发表意见。因此，该案得以“照审查意 

见交立法院复议”通过。® 在常务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秘书厅就致函国民政府文官处，要求其 

将两专门委员会的审查结果连同行政院与财政部的意见，一并交立法院重新审议，并提议立法院

①  《国秘字第0 3 8号报告》（1939年4 月2 7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1/0051。
②  《国秘字第3 8 3号报告》（1941年5 月1 7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1/0073。
③  《行政院仁伍字第8947号函》（1943年4 月2 1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3/2461。
④  《国防最高委员会与立法院关系之调整办法案》，司法处秘书处编：《国民政府司法例规补编》，出版社不详，1946年版，第 

106—107 页。
⑤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处国纪字第35045号收文的拟办意见》（1943年4 月2 1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 

案，防 003/2461。
⑥  《王宠惠对国纪字第35045号收文的批示》（1943年4 月2 3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3/2461。
⑦  《行政院仁伍字第18334号函》（1943年8 月1 6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3/2461。
⑧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处国纪字第38203号收文》（1943年8 月1 6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3/ 

2461。
⑨  《财政、法制专门委员会国专财字第2 4 0 2号呈》（1943年9 月1 0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3/ 

2461。
⑩  《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 1 9次常务会议讨论案意见速记记录》（1943年9 月1 6 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 

防001/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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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政院切实合作。① 11月初，经过与行政院的会商，立法院通过了《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组织

条例》。②

结 语

在蒋介石心中，国民党战时顶层设计应以办事敏捷、呼应灵便、责任到人为宗旨和目标。围绕 

军事指挥机构统一配置党政资源本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优解”。作为“最优解”，军事指挥机构 

不能也不应处理烦冗的日常政务，以避免效率降低。但由于常务是无法规避的，使得战时顶层设计 

中需要一个机构承担起帮助军事指挥机构处理常务的责任。客观的需求造就了由军事指挥机构 

(军委会）为主、常务决策机构（国防最高会议）为辅的国民党战时顶层设计体系。但两个机构既不 

统一，互相之间又需要磨合呼应，功能更有所重叠，造成国民党战时顶层设计办事敏捷、呼应灵便、 

责任到人的目标无法实现，使之陷入难以自洽的逻辑悖论之中。

为了跳出这一怪圈，实现国民党战时顶层设计的目标，就需要在已有的军事指挥机构和常务决 

策机构之上再构建一重权力。国防最高委员会并不是承担这一重权力的载体％由于构思仓促，国防 

最高委员会在制度上本就难以实现多少创新;从职权、组织与实际运作上观察，国防最高委员会从 

其创建伊始便承袭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决策机构”的衣钵;其运作过程无法避免地落入效率低 

下、繁文缛节和人浮于事的窠臼之中。所以，国防最高委员会不是渐渐的，而是从其创建之日起就 

不能也不会实现统一党政军指挥和行使战时最高决策权力的功能。

超然于已有权力体系之上的那一重权力，只能是蒋介石的个人集权。打造秘书厅及各种专门 

委员会，在其框架内构建的机要团队和智囊班底，而这些机构在实际运作中通力合作，服务于蒋介 

石个人。因此，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构建，便是实现蒋介石个人集权的重要环节。这就是蒋介石创建 

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原因。

〔作者张燄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莹莹-

①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国纪字第38203号公函》（1943年9月1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 
防档案，防003/2461。

②  《立法院上国民政府建呈字第343号呈》（1943年11月5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防003/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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